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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民族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國

際政治活動中，中國古來先賢嚮往

的「大同社會」不得不被束之為一種

美好的政治理想。在這種現實國際

環境下，超越國家界限，在一個具

有共性的基礎上構建共同體，可以

說是泛及經濟、政治、文化的利益

訴求。目前能稱得上超國家的共同

體不外乎聯合國、歐盟和東盟，但

它們基本都是出於經濟合作、安全

保障需求方面的政治聯盟，由此也

注定了這些共同體由於利益分配不

均而不斷產生新的矛盾與衝突。由

此，構建一個利益共享的共同體是

否可能呢？本文以東亞共同體作為

考察對象，試¥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　問題意識及研究狀況

目前論述東亞概念和東亞發展

的研究著作不少，政治經濟文化領

域都有相關論述。在從文化視角予

以論述的著作及思想中，值得提出

的有儒學的現代性、張立文提出的

東亞「和合學」，以及日本一些學者

近年來在中、日、韓三國展開的公

共哲學運動及其出版的一系列著作

構建東亞思想共同體的可能性
——《融合與共生——東亞視域中的

日本哲學》讀後

● 朱坤容

卞崇道：《融合與共生——東亞

視域中的日本哲學》（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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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從他們的研究方法來看，基

本集中於橫向闡述東亞思想的總

體架構或異同，而在縱向上基於

東亞視域來考察評析一國哲學的著

作極少。就此而言，卞崇道的新著

《融合與共生——東亞視域中的日本

哲學》（以下簡稱《融合與共生》，引

用只註頁碼）在中國國內是一部具

有先行意義的研究著作。

就民族國家和文化的角度而

言，「東亞」基本是指中國、日本和

朝鮮半島地區2。進一步而言，在

文化上是指植根於古代中國文明的

地區3。目前東亞學已成為顯學，

除去東亞本身作為經濟體的世界意

義外，另一個重要而深遠的原因無

疑是其文化體，即思想共性給世界

的影響。這種思想共性有人概括為

「東亞意識」4、「文化東亞」5、「儒

學共同體」6、「中國文化圈／『漢文

化』世界」或儒學化世界7，還有佛

教8等等。當然這些總結都有其合

理性，但都是基於文化談文化，最

後不免引向「文化統一」（包括用一

種新的文化理論來統一其他文化）

的歧途。在這個問題上，《融合與

共生》為我們提出了新的啟示。

二　《融合與共生》中的
三點啟示　　

《融合與共生》以東亞的視角，

主要考察了日本近代及其以後的哲

學思想史9，內容雖涉及江戶中後

期的哲學思想，但重心仍然以明治

維新之後的日本哲學史為主。在

書中，作者提出了「共存→融合→

共生」這一發展進路，並指出了「生

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最顯著特徵

（頁238）。概言之，書中闡釋的是

在西學東漸歷史語境下日本哲學的

發展個案，試圖提示出東亞哲學的

某種共通性。在全書結構上，緒論

點明日本哲學的東亞意義，緊接¥

從傳統解構、西學導入到東西哲學

融合這一發展主線展開論述，然後

由日本的島國文化過渡到多元文化

的共生進行進一步深化，最後提出

包括日本哲學在內的整個東方哲學

的現代重構。縱觀全書，其中有

三點值得提出：（1）東亞的考察視

角；（2）融合與共生的發展路向；

（3）生活哲學的歸依點。

首先，我們在歷史語境中檢討

作者提出的東亞考察視角。眾所周

知，在近代史上「東亞」和「東方」，

是作為「西方」的參照物而被使用

的。東亞的近代史可以說是在西學

東漸的近代化語境下，東方民族在

與西方文化抗拒與吸納的交互作用

下曲折發展的過程。正像中村元所

說，「東亞」和「東方」的這一表達包

含¥「他們保存自己的文化傳統的

心願」，他們的共同目標是要「推動

東洋各民族去保護他們各自的文

化，反對西洋的霸權」bk。對處在這

一歷史語境下的日本哲學，作者指

出了四點東亞意義：（1）中國、朝

鮮等東亞國家通過日本學習西方哲

學和文化；（2）自主地吸納西方哲

學；（3）融合是東亞各國哲學現代

化的必由之路；（4）正確處理傳統

與現代的關係是哲學創新的關鍵

（頁13-15）。

對作者的這一概括，我們可以

相應總結出以下四點：（1）日本發

揮了近代東亞思想史上東西交流的

目前東亞學已成為顯

學，除去東亞本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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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一個重要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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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影響。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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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我們提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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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作用；（2）與政治上的被動開

國不同，日本哲學對西方思想有一

種主動訴求；（3）融合能使東西方

思想在日本共存；（4）傳統與現代

的糾葛是日本哲學能否得以延續和

獲得活力的契機。這四點可以說基

本概括了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在近

代的西學東漸演進史，即打開國門

看世界—向西方學習／西方思想的

受容—反省本國文化後提出與他者

的融合，同時意識到傳統和現代之

間存在斷裂和存續交替的糾葛。

例如，書中所提到的轉型期儒

學的歷史命運就是一個典型。在德

川時代，儒學中的朱子學尚出於幕

府統治的需要而處於官學地位，但

在明治維新的近代化時期轉而淪為

傳統思想的反面典型遭到首當其衝

的大肆批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

仍然是在明治時期，經過元田永

孚、西村茂樹以及井上哲次郎等人

的努力，儒學得以復活、變形和重

構，成為以國家主義為中心、忠於

皇室的新國民道德中的理論基礎。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主導意識形態

地位的變形。從東亞的考察視角來

看，這一轉化的現實原因就是西方

勢力的入侵迫使日本／東方一方面

想要拋棄被認為是落後的不合時宜

的傳統儒學，另一方面又無法在根

本上使被視為先進的西方思想立即

融入本土，於是採取的折中方案就

是將傳統思想與現代政治相接合，

即把傳統儒學改造成適應現代政治

體制所需要的統治理論。

作者在書中指出：「明治中期

傳統思想的復興包括兩股潮流，其

一是完全復古即純粹的國粹主義者

的主張，其二是對傳統思想加以改

造，使之以新的面孔服務於現代的

潮流。」（頁145-46）就書中¥重提出

的後者而言，作者列舉了西村茂

樹、井上圓了與井上哲次郎三人從

不同的角度對儒學、佛教等傳統思

想加以改造，「利用剛引進的西方哲

學對之重構」，「為近代日本的天皇

制政府服務」（頁149）。這對在此之

後的日本主義、國家主義乃至軍國

主義的演進，以及皇權意識的鞏固

和強化都有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這正是作者在書中提及的明治哲學

的「現代性」與「前現代性」雙重性格

（頁149）bl的一種反映。所以，這時

的儒學與其在前明治時代長期作為

官學的統治地位相比較而言，其國

家政治功能可以說沒甚麼根本變化。

再來看中國，中國近代的「向西

方學習」進程終於從器物、制度過渡

到了思想層面，而儒學等傳統也逐

漸被定性為阻撓社會發展和中國進

步的罪魁禍首，到了五四時期更以

「打倒孔家店」為旗幟對傳統進行全

面反省／檢討／否定。要之，儒學

雖然在社會上仍然具有其影響，但

自漢朝確立起來的儒學定於一尊的

統治地位已在根本上瓦解；知識階層

紛紛視之為「網羅」，自然以「衝決」

為快，遑論要對其改造和復興。所

以，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在同屬思

想啟蒙意義的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

五四運動時期，同為中日兩國傳統

思想的儒學卻有¥不同的遭遇。

第二，在世界關懷內審視作者

提出的融合與共生的發展路向。作

者認為：「從縱向的文化史的考察

中，我認為日本文化的發展走的

是『共存→融合→共生』的道路。」

（頁238）自近代以來，在強勢的西

從東亞的考察視角來

看，西方勢力的入侵

迫使日本／東方一方

面想要拋棄被認為是

落後的不合時宜的傳

統儒學，另一方面又

無法在根本上使被視

為先進的西方思想立

即融入本土，於是把

傳統儒學改造成適應

現代政治體制所需要

的統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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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明的壓力下，東方世界或反抗

或妥協，最後在不得不承認西方世

界的優勢和強大之處之後，向西方

學習，渴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但

作者認為包括日本在內的東方世界

並不是單純汲取西方文化來替代東

方文化，而是在學習中融合（融合

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最終

達到強大自我與西方並立抗衡——

共生——的目的。

在作者看來，融合是建設的手

段，近百年日本文化建設走的是從

西洋主義到東洋主義、到東西文化

融合的道路。「東西文化的融合，

將是亞洲國家文化現代化的一條

必經的共同道路。」（頁165）如前所

述，作者列舉了西村茂樹、井上圓

了和井上哲次郎等人在融合傳統和

現代之間的努力。但融合不是異質

事物的簡單疊加，而是異質事物內

同質元素的相互影響和吸納。張之

洞的「中體西用」和佐久間象山的

「和魂洋才」終究是方法和目的的疊

加，而真正的融合應該是異質文化

中同質內容的吸收、轉化和揚棄。

在書中，作者將西田幾多郎的宗教

觀和九鬼周造的偶然性哲學理解為

「融合」中的「獨特性」（頁165），而

將京都學派中的「世界史學派」定位

為「融合」中的「歧途」（頁200），也

說明了融合的過程並不是簡單的分

化合流。就此意義上，日本哲學以

及東亞哲學的融合在解決東西方思

想衝突的同時更應該關注自身文化

機理的調適，即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比東方與西方的融合更為本質。

「共生」（symbiosis）本來是生物

學的概念，作者用這個概念對日本

文化的特徵做了新的闡發。在評述

了加藤周一的「雜種文化論」和梅棹

忠夫的「平行進化論」後，作者提出

了「共生文化論」這一概念。他認為

用「共生文化論」來看日本的文化史，

可以看出以下三個特點：（1）日本

對待外域文化始終採取積極吸納的

態度；（2）只有適合於日本人需要

的東西才會在日本土壤扎根，並與

本土文化融合創新，成為日本文化

的構成部分；（3）日本文化內部更

多地表現為不同文化間的共生狀態

（頁239）。與加藤的「和洋折中」的

方法論和梅棹的生態史觀不同，作

者更強調以多元文化自身為主體的

發展。也就是說，雜種文化也好，

平行進化也好，都只是日本人對自

身文化的定位，即以日本文化為主

體來認識的；而共生文化則強調包

括日本在內的各種文化在現代化過

程中的變動，即以多元文化主體為

視角的東西方世界文化觀。作者所

提出的融合與共生這一文化經驗具

有普世性的世界關懷，即不僅日本

文化在內的亞洲文化，甚至世界文

化的樂觀願景也將建立在通過融合

達到共生這一進路上。

第三，在自我本質上理解作者

提出的生活哲學的歸依點。雖然作

者沒有在書中直接提出「生活哲學」

的概念，但他提出的「生活文化」是

從哲學的角度加以分析的，所以可

以延伸至「生活哲學」。作者通過自

身的體察和經驗，「感到日本文化

的最顯著特徵可以概括為『生活文

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來理解

事物，並且在個我的層面上加以展

開」（頁238）bm。具體來說，日本的

「生活文化或生活藝術的特徵，在於

從身邊尋取素材，並且按¥一定的

作者提出的融合與共

生這一文化經驗具有

普世性的世界關懷，

即不僅日本文化在內

的亞洲文化，甚至世

界文化的樂觀願景也

將建立在通過融合達

到共生這一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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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來組建成藝術。這是一種日常

性的非日常化的藝術，在這­『型』

起¥極其重要的作用」（頁240）。也

就是說，日本人個人日常生活中的

「型」就是日本文化的反映。「生活

藝術（文化）的世界，就是在日常性

與非日常性的關係中納入一切要素

的世界。」（頁241）可以看出，日本

人的藝術世界也是和日常生活結合

在一起的。

由此，「生活哲學」在這­並非

一種泛稱，而是指向它的日常性特

徵——與人的切身體驗／經驗相

關。近人謝扶雅曾總結儒釋道三家

能有偉大發展的三條共同理由，其

中之一就是「以人事為出發點而非

以自然為出發點」，即「皆起於人事

的體驗，由直接觀察世間的罪惡與

黑暗，人生的痛苦與社會的束縛，

而積為困心衡慮焦思苦索之結果，

乃觸機發見宇宙之真理，繼而用此

假定，復進驗諸人生，數證不誤，

因遂確立一堅決的信念，而貫徹其

熱烈的行為」bn。正是生活的切實感

觸催生了希望解除人生苦境的終極

精神追求。

卞崇道從生活層面而不是單純

從文化或歷史層面提出日本文化的

顯著特徵，這可以稱得上是從文化

的最終歸依點出發的論點。因為不

管將一種文化定位為是纖柔或是粗

獷，還是某家某宗，都必定對其文

化的源頭、發展和體現方式做出限

定，而文化的源頭和歸宿都只能是

生活。只有在歸根結底的共有生活

層面，才能有助於揭示出不同生活

領域中的人性——個體性，從而通

過發掘人類的共通性為多元文化的

融合和共生構建一個普適性平台。

三　思想共同體構建的
可能性　　　

上述《融合與共生》的三個特點

不但體現了日本哲學乃至東亞哲學

的近代化發展軌æ，而且揭示了東

亞思想共同體構建的可能性。如果

說融合共生的發展進路為共同體打

開了前景的話，那麼生活哲學的

歸依點則為共同體的構建打下了

奠基石。所謂「共同體／共同性」

（community）意指物質財富和精神

價值的共有，或者是共有物質財富

和精神價值的團體bo。物質的共有

常常體現在經濟活動上，從眾多政

治活動家以及經濟學家對東亞共同

體的熱切期待就可見一斑；而精神

價值的共有則需要通過建立思想共

同體來實現。

首先，為何要建立思想共同

體？鄰近地區能相互結合形成長期

的統一體，除了地緣便利、政策調

整和經濟互惠外，從根本而深遠的

角度來看，來自於思想文化上的共

通性。

（一）構建思想共同體的歷史

依據

試看西歐歷史，不管是宗教高

於政治（皇權需要教廷加冕認可）的

時期，還是政教並立（「上帝與愷撒

分工合作」）的時期，宗教／基督教

的權威即便並不總是凌駕於國家政

權之上，但也不會弱於它。從先有

教民後有國民的傳統，可以看出宗

教在人們生活中是最高的精神導

師，即使君主也不敢自稱是代替天

主來管理臣民。再看東亞地區，拿

物質的共有常常體現

在經濟活動上，從眾

多政治活動家以及經

濟學家對東亞共同體

的熱切期待就可見一

斑；而精神價值的共

有則需要通過建立思

想共同體來實現。鄰

近地區能相互結合形

成長期的統一體，來

自於思想文化上的共

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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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來說，國家歸屬感強烈，

政治優先於宗教情感。在中國，天

下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號稱

天子，有¥不亞於宗教力量的儒家

思想被奉為帝王的統治術，但時至

近代又因政治的衰敗而逐漸衰微。

在日本，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傳入

後，迅速世俗化，宗教融化於生

活。總而言之，東亞地區宗教情感

微弱，遑論與政治力量相制衡。各

國難以跳出自身局限，正是因為

政經利益的羈絆而無超越此之上的

共性思想作為地區的共同精神導

師，這也不難理解由地區利益分配

引起的衝突爭端最後只能借助利益

再分配來解決。故而，構建一個

思想共同體勢必是實現東亞共同體

的先行。

此外，與不斷更替政權的政治

史和變化發展的經濟史相比，交匯

融合的思想文化史顯然更有沉穩深

厚的底蘊與生命力。政治經濟上的

利益輻射通常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波及到的受益體也會因親疏而有

等差，由之形成大國格局可以說不

異於等級秩序的延伸而已。為了改

變等級格局而產生的摩擦和紛爭正

可以說明政經利益共同體的短暫

性，所以歷史上為了政經利益而導

致的戰爭至今未歇。但文化的輻射

則不同，即便它是以自我為中心

的，但因為其同等同質的特點，對

受益體來說只有適應與否的區別而

無量多量少的不均。就此意義上，

可以說在融合共生的文化基礎上構

建思想共同體，要比在政治經濟上

通過利益平衡確立利益共同體更具

和平意義。

（二）構建思想共同體的哲學

理據

東亞視域下的融合與共生離不

開自我和他者共存這一基礎。正如

前述《融合與共生》中所提出，日本

文化體現於日常生活中，在個我層

面上展開。個體即人是一切的終

端，是現實實在而唯一的終極體驗

者，體驗的正是緣自日常生活中萬

物有情而來的感受。與之相一致的

是，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也將探

究的視角回落到個體的日常生活本

身。他曾提出以「絕對無」——一種

存在於理性思維之前的無差別的原

始直觀意識——的思想，來試圖改

造西方近代哲學中的「自我」概念。

那麼，自我主體是怎麼從這一超越

主客觀、物我相忘的狀態過渡到理

性判斷的呢？

顯然，對萬物的感性認識／感

受，即人的情感是兩者之間的連接

點。因為只有感受或情感的加入和

滲透，理性才會有分析的對象，主

體才能有意識地反芻「絕對無」，由

此可見個我層面也就是指感受或情

感層面。這樣「絕對無」與理性之間

通過人的情感作為過渡，構成「絕

對無—情感—理性」的範式。在這

個範式中，從個體自我層面而言，

我們可以通過豐富感性體驗或情感，

使自己的生活哲學得以完善，從而

實現個體的完整性；從民族國家層

面而言，通過將思想的基點回歸至

人的日常生活本身，增強和發掘彼

此的共通感受或情感，即共通性意

識，從而奠定東亞共同體的基石。

其次，如何在多元文化下確立

思想共同體？前述的「生活哲學」就

文化即便是以自我為

中心的，但因為其同

等同質的特點，對受

益體來說只有適應與

否的區別而無量多量

少的不均。可以說在

融合共生的文化基礎

上構建思想共同體，

要比在政治經濟上通

過利益平衡確立利益

共同體更具和平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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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重要途徑，即尋求個性經驗或

集團經驗中的共性思想作為共同體

的基礎。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在

信任基礎上，尋求宗教情懷和鞏固

實體倫理。

一、尋求以信任為基石的宗教情懷

如前所述，關於東亞的共同思

想基礎，主流意見認為是儒學／儒

教bp，也有意見認為是佛教。不管

怎樣，其中的宗教情懷是不可忽視

的。從生活哲學的角度來說，宗教

與信任有甚麼必然的聯繫呢？

第一，有人認為宗教起源於對

自然的依賴感bq，也有人認為宗教

的起源與死亡相關br，所以原初宗

教往往是多神教或偶像崇拜。但從

生活本身來看，宗教是因為人之不

幸與痛苦而產生的。正像莎樂美

（Lou Andreas-Salomé）所說：「這個

在現實世界之上的、之外的領域，這

個根據想像複製的領域——是用來

遮掩那些發生在人類身上的不幸

的——它就叫作宗教。」bs要之，宗

教是對生活中「不足」（道德缺失、

勢單力孤，諸如此類）的精神彌補。

第二，就目的而言，正是為了

要驅散和彌補現實生活中的黑暗和

殘缺，宗教不但慷慨許以人們富有

浪漫主義的光明未來，而且還用理

想主義的規範來重建和修補黯淡的

現實。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首先或

者唯一要做的就是對宗教的信任，

這也正是宗教的基礎bt。在現實生

活中，有¥宗教情懷的人們因為這

種信任，積極追求公正、道德、純

粹和神聖，努力消除本性中的惡或

生來的原罪，渴望能達到涅槃或坦

然面臨最後審判。

以上兩點都是以宗教的人性關

懷為出發點的。那麼宗教的人性關

懷來自哪­？很明顯正是生活本

身。從原始人開始，「最早的宗教

觀念並不是源於對自然之工的沉

思，而是源於一種對生活事件的關

切，源於那激發了人類心靈發展的

綿延不絕的希望和恐懼。」ck

二、堅持以信任為基礎的實體倫理

倫理不但規範善惡是非問題，

而且確定人際關係。不管是家庭、

社會或國家制度，這三種實體倫理

歸根結底仍然是一種人倫的延伸。

「人」的日語表達是「人間」，也許可

以說這較為貼切地表達了人之不同

於一般動物的生存狀態，即是說人

只有在群體、至少兩個人的情況下才

有可能展現其人性。也就是說，在

思想共同體構建中，最基礎也是最

本質的是，要確立兩個人／集團之

間的倫理關係，而這一倫理關係確

立的根本或首要條件同樣也是信任。

以生活哲學來看，信任是我們

每天日常生活所經歷的最基本現

實。「每一天，我們都把信任作為

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態的『本性』。

在這個最基本的層次上，信心是世

界的自然特徵，是我們藉以過日常

生活的視域的必要組成部分。」cl那

麼倫理與信任之間有¥怎樣的必然

聯繫呢？第一，信任是倫理成立的

前提。沒有信任，人就無法與外界

交往，只能退回或封閉在自我的主

觀世界­，無法建立人際關係。第

二，信任是倫理主體的善。在倫理

行為中，在我們向他者做出行動

前，我們首先設定了對方行為的

「誠」。信任是倫理的主體在同一性

家庭、社會或國家制

度，歸根結底是人倫

的延伸。「人」的日語

表達是「人間」，也許

可以說這較為貼切地

表達了人之不同於一

般動物的生存狀態，

即是說人只有在群

體、至少兩個人的情

況下才有可能展現其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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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互知曉和相互實現的cm。在叔

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同情

倫理學中，同情是公正與仁愛兩大

元德的根源，而信任則是同情的最

初表現cn。總之，信任是人在日常

生活中的一種積極正面的推己及人

的感情，它是倫理關係中最為基礎

且最重要的關係。

根據以上兩點，倫理堪稱一種

可以取代宗教的理想主義形式，

「在通常的生活­，在井然有序的

社會­，完全不需要宗教塑造生

活，相反地，真正的倫理就完全足

以達到這個目的。」co就此而言，中

國的儒家倫理曾經是個成功的例

子。孔子開創的儒學創立了一套完

善而縝密的倫理道德規範，成為了

千百年來中國人為人處事的準繩和

社會有機運行的規則，比如其中的

「家庭觀」或所謂的「家庭主義」cp信

任機制維護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良

性倫理關係，所以才能使國家政治

體制雖歷經戰亂動蕩，但仍然得以

維繫下去。

總而言之，東亞地區既有的儒

家倫理和佛教倫理在很長的歷史時

期­影響甚至主導¥人們的日常生

活，潛移默化，根深蒂固，是值得

再發掘的本土資源。如能借鑒宗教

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性關

懷及其自身堅固的內在信任機制，

無疑有利於重塑東亞地區內的生活

信心以及重建應當遵循的共同範

式。在新的歷史境遇下，重構和鞏

固已有的思想資源，培育和鞏固信

任（情感），使共通之處成為「相互

知曉」的現實基礎，這對東亞共同

體的構建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不可否認，正因為共同體需要

各方力量的制衡，所以其建立可謂

「路漫漫其修遠兮」。東亞共同體也

不例外。但同樣毋庸置疑，與多樣

的政治經濟體制形成的鴻溝相比，

東亞曾經共有過的思想是富有現實

意義的歷史遺產。也許這些思想的

內容已經隨時代境遇不同在各地區

發生或多或少的改變，但蘊含在其

深處的那些屬於人們對日常生活的

共同體認的情感——以信任為自明

前提的宗教情感與實體倫理——會

在現在與未來為東亞地區彼此聯合

互助提供強大而深遠的精神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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